55户农民集约化种地的探索

本报记者 陈彦强 通讯员 岳德新

9月23日，中国农民丰收节。乃门莫敦村六组的村民燃放鞭炮，庆祝丰收。

今年是村民探索集约化种地的第一年，丰收的意义非比寻常。

乃门莫敦村六组，隶属和静县乃门莫敦镇，55户人家，1300亩土地。

一年以前，这里到处都是条块分割的“巴掌田”，田埂纵横交错，高低不平，大型农机难以进田操作不说，村民因土地引发的纠纷不断，不是这家放水淹了那家的地，就是那家的车碾了这家的苗，让村干部焦头烂额。

去年冬天，六组村民召开“诸葛亮会”，和静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驻村工作队和村“两委”全程指导。议题只有一个，种地要不要集约化？村民的意见比较统一：集约化种地是大势所趋。

要让土地集约化，办法只有一个：小田并大田，田埂整平复垦。

小块田并成了大田，可地由谁来种，怎么种？“诸葛亮会”上，几十个村民七嘴八舌，各抒己见。

摆在大家面前的路似乎有两条：一是依旧家庭分散经营；一是土地流转给企业或种植大户规模经营，自己收取租金。

62岁的村民徐富明对这两条路都不看好：上了年纪的他，种地已力不从心；而要将种了几十年的地流转出去，他不放心。

徐富明的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心思。有没有第三条道路，让农民既可以不将土地流转给外人，又可以分享规模经营之利？

“有！”说话的是村民眼里的能人唐振国。这几年他走南闯北做生意，头脑灵活，见多识广。

唐振国的思路是，村民成立合作社，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联耕联种，联管联收，由合作社提供专业化服务，实现家庭分散经营效益最大化。在合适的时机，不改变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以土地入股，由合作社统一管理，村民按照股份分成。

经过几番讨论，村民觉得唐振国的这个想法“靠谱”。大家一致推选由唐振国牵头成立合作社，以打通适度规模经营的瓶颈。

今年1月，唐振国和另外5位村民成立了和静县义正光农牧专业合作社，做好了为全组集约化种地提供服务的准备。

春耕时节，六组的1300亩土地被统一平整成9块，大型农机开进大田开始播种，这在六组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大田里种下了成片的小麦、玉米以及辣椒、甜菜等作物。

徐富明和其他村民一样没有了往年的忙碌：“从施肥、播种到收割，全程机械化，我一个人就把往年十几个人干的活干了，今年一个人没雇。”

徐富明算了一笔账，实施集约化种地之后，种植成本大幅降低：犁地降了20元、铺膜降了13元、除草降了6元、种子降了10元、打药降了5元、 收割采摘降了100元，每亩节约154元。

“我家58亩地，今年仅种植成本就比去年减少了近9000元。破除田埂后我家又多出了3亩地，至少也有1万余元的收成。此外，亩产也增加了，保守估算，今年的收入要比去年增加3万元。你说，我们能不高兴吗？” 徐富明说。

村党支部书记马俊新也算了一笔账：组里实行集约化种地后，由于用工投入大幅减少，化肥、农药等用量也在降低，农作物生产亩均可降低成本150元；田埂、水渠复垦，新增耕地120亩；村民户均年增收约2万元。

耕地、亩产增加了，种植成本下降了，这两增一降，是农民摸得着的“真金白银”。

专业合作社以一年的好收成让大家另眼相看，唐振国等6位村民也成了村民眼里值得信任的人。

马俊新看得比较远。他认为，集约化种地只是解决了家庭分散经营水平不高、增收乏力的问题，从土地规模经营的稳定性上考虑，分散土地最终还是要走向集中管理。

“目前的联耕联种，联管联收只是过渡，全组村民加入合作社才是必由之路。” 马俊新说。

“唐振国他们的服务非常专业，加入合作社，我举双手赞成！我们以土地入股，把自己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在年底分红的同时还可以打工挣钱，肯定是好事情啊！”66岁的村民姚连庆，对加入合作社充满期待。

在工作队和村“两委”的指导监督下，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、理事会职责、财务管理、收入分配等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制订当中。

乃门莫敦村第一书记胡玉龙全程参与并见证了六组的“历史性变革”，他认为六组的55户村民集约化种地的探索，做活了“三农”这篇大文章。

胡玉龙说，在引导村民进行这场改革的过程中，驻村工作队和村“两委”充分尊重村民的思想实际和意愿，全面发挥村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，让这次探索层层推进并初见成效。

站在平整宽广的田地边，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，胡玉龙若有所悟：“种地就像穿鞋，再先进的生产方式，只有让农民穿上后感到合脚，才会走得更远！” 

